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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现代诠释笔谈

主持人语

今年 １０ 月 １８—１９ 日，为庆祝北京大学哲学系诞生百年，举办了“华人哲学家会议”，来自世界各地的
５０ 多位华人哲学家围绕“经典的现代诠释”的主题展开广泛交流和热烈讨论。现从中选出 ３ 篇会议论文，
与读者分享。赵敦华的论文梳理近三百年古典学和圣经批评学的西学源流，张志伟的论文总结了近代中
国百年“古今之争”的若干关键问题，李晨阳用“价值配置”的概念解释多元文化共存相容的可能性。我们
希望这几篇论文的历史解释、问题意识和理论分析对当前学术界关注的文化建设问题有所裨益。

———赵敦华

古典学的诞生与解经学的现代传统

赵 敦 华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摇摇“经典的现代诠释”可谓“致广大而尽精微”
的话题，本文试图在一个历史关节点上谈论这个
话题。这就是文化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新兴古
典学在传统解经学中打破了一个缺口，从这个口
子流出了其后三百多年的圣经批评学和人文学的
源头活水。

一、古典学的诞生

中文的“文艺复兴”译自西文的 Ｒｅｎａｓｃｅｎｃｅ，
其实西文的意思并无“文艺”之意，“文艺复兴”的
中译给人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似乎这场复兴只局
限于文学艺术领域，如莎士比亚、米开朗基罗、达·
芬奇、拉斐尔、塞万提斯、拉伯雷等人的作品。但实
际上，复兴时期是社会、文化的全面变革，人文主义
思潮和宗教改革运动是复兴时期最重要的两大事
件。古典学属于人文学科（ｓｔｕｄｉａ ｈｕｍａｎｉａｔａｔｉｓ），现
在的古典学主要是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语文学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ｙ），基本不触及宗教信仰问题，但这门学
科在诞生时却是一门专门针对中世纪“学问”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的批判艺术（ａｒｔ）。古典学创始人反对中
世纪文本（大多数是神学著作）的权威，把古典文

本作为榜样，改造中世纪逻辑、语法、修辞的“三科”

教育，开创了注释、整理古希腊和古典拉丁文本以

及圣经希腊文本的古典学研究。以下择要说明古

典学几个创始人的批判思想。

１ 彼得拉克（Ｐ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Ｐｅｔｒａｒｃａ）

彼得拉克（１３０４—１３７４）是第一个自称为“人

文主义者”的人，他把自己的哲学纲领概括为柏

拉图的智慧、基督教的信仰和西塞罗的雄辩。他

推崇柏拉图，西塞罗和塞尼卡，因为他们比亚里士

多德更接近基督教。他认为柏拉图是最伟大的哲

学家，其哲学最接近于上帝。他从塞尼卡那里了

解到，“除了灵魂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值得赞赏，对

伟大的灵魂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是伟大的。”①彼

得拉克把亚里士多德置于仅次于柏拉图地位，但

指责经院哲学家用蹩脚的语言扭曲了亚里士多

德。他说：“我从希腊文资料和西塞罗那里知道，

他的著作的语言非常悦耳、典雅和华美……；但由

于翻译者的粗俗和嫉妒，流传给我们的却是穿着

粗糙简陋外衣的亚里士多德。”他指责经院哲学

家“只是通过传闻了解亚里士多德……并任意曲

① 转引自 Ｔｈｅ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Ｍａｎ，ｅｄ． Ｅ． Ｃａｓｓｉｒ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４，ｐ．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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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他的正确语句，使其意义别扭难懂”。①彼得拉
克尤其蔑视经院哲学的辩证方法。他说：“对于
那些终生都在使用辩证法争吵与挑剔的人，我可
以预见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名声和自信都将消
失。一个坟墓足以装下他们的骨头和名字。当死
亡来到迫使他们沉默时，他们的问题也就消失
了。”②他贬低作为经院哲学逻辑基础的辩证法，
说辩证法不是高级课程，而是初学者课程，不是迟
暮，而是清晨。

生活在 １４ 世纪的彼得拉克在上述言论中已
经表达了后来人文主义者的一个共同观念，那就
是要用古罗马以西塞罗、昆体良为代表的修辞学
传统来代替中世纪传承的古希腊逻辑学传统。人
文主义者追求语言典雅、流畅，刻意模仿古罗马雄
辩家的风格，他们的目的大致有二。其一，强调
“人”与“文”的联系，要求发挥语言在社会政治、
伦理生活中的作用。比如，佛罗伦萨大学 １３９７ 年
章程说：“修辞艺术不仅是一切科学用来说服人
的工具，而且是公众生活最伟大的装饰。”③西班
牙的人文主义者斐微斯（Ｊｕａｎ Ｌｕｉｓ Ｖｉｖｅｓ，１４９２—
１５４０）说得更清楚：“语言是自然赋予人行善的工
具。”④彼得拉克认为，语言的实质在于社会凝聚
力、人性的表达以及利他主义精神，这些不仅体现
在哲学理性之中，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有雄辩
力量的语言之中，雄辩的语言“不仅修正我们道
德生活与行为，而且也修正语言自身的用法”⑤，
修辞是展示自己心灵与劝人归善的工具，对于提
高道德水准和伦理实践至关重要。其二，人文主
义者认识到语言修辞与辩证法的区别不仅是表达
方式的不同，更重要的区别在于语言表达的思想
内容。他们在表明修辞风格优越性的同时，批判
了经院哲学的体裁、方法和思维方式。正如一个

现代研究者指出：“对逻辑威望的第一次打击来
自 １５ 世纪的人文主义者或复兴时期的古典学学
者。他们反对经院哲学，特别是反对中世纪逻辑，
并不针对细节上错误，而是将它与重新发现的古
代典籍相比，显出它的野蛮风格与枯燥内容。”⑥

２ 洛伦佐·瓦拉（Ｌｏｒｅｎｚｏ Ｖａｌｌａ）
拉丁古典学的创始人瓦拉（１４０７—１４５７）生

在罗马，曾任国王和教皇的秘书，在帕维亚和罗马
大学当过修辞学教授。他用文字学的知识，证明
８ 世纪以来一直作为教皇世俗权力的合法性依据
的 教 廷 文 献 “君 士 坦 丁 赠 予 ”（Ｄｏｎａｔｉｏ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ｉ）是伪件。

他的 《拉 丁 文 是 优 雅 语 言》（Ｅｌｅｇａｎｔｉａｅ
Ｌａｎｇｕａｅ Ｌａｔｉｎａｅ）是人文主义者批判经院文风的
代表作。他声称自己的目的是要恢复古典拉丁文
的光荣和纯洁，确定拉丁文在古罗马作家著作中
的正确用法。他认为在语法、修辞和文体等方面
全面恢复拉丁文的优雅文风对于解决经院争论具
有重要意义。中世纪使用的拉丁文是被野蛮人败
坏了的粗野语言。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争论的问题
很多只是语言上的纠缠，语法和修辞可以解决这
些困难。⑦ 他 在 《辩 证 法 和 哲 学 的 再 专 研》
（Ｒｅｐａｓｔｉｎａｔｉｏ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ｅ ｅ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序言中说，
他的任务是重建辩证法，解决哲学的基础问题。
批判当今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因为他们把辩证
法当做三段式推理形式，然而，推理形式的有效性
不能保证论证的可靠性。比如：“如果在白天，那
么天亮；现在是白天，所以现在天亮”的演绎在形
式上是有效的，但它的大前提却是不可靠；辩证法
的任务是提出最有说服力的论证，演绎推理的说
服力并不高于非演绎的推理。在上述例子中，可
以用非演绎方式分析“白天”和“天亮”两个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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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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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用法（ｃｏｎｓｕｅｔｕｄｏ），证明两者之间并无必然
联系；这样的论证比上述三段式更有说服力，结论
更可靠。①

在《论真正的善》（Ｄｅ ｖｅｒｏ ｂｏｎｏ）的对话中，
他呈现出斯多亚派、伊壁鸠鲁派和基督教交汇的
多元宗教观。他总结说，斯多亚主义者为德性而
德性，忘记了德性和上帝的联系。伊壁鸠鲁者为
快乐而追求德性，正确地看到德性的实用目的，但
他们否认灵魂不朽和来世报应，认为幸福只是现
世可以获得的快乐。基督徒为了来世幸福而追求
美德，把天国的快乐作为真正的永恒的善。然而，
现世快乐是心向来世幸福所获得的正当体验，没
有快乐，就没有希望和期待，则一事无成，恭顺而
又毫无乐趣地侍奉上帝的人一无是处，因为上帝
喜欢快乐的仆人。瓦拉在对话中不但批判了思辨
主义的幸福观，而且把思辨哲学的基础归结为修
辞与哲学之间主从关系的颠倒。他借用伊壁鸠鲁
主义者安东尼之口说，哲学是在“雄辩术麾下服
务的士兵和军士，雄辩家比辩证学家更知道如何
讨论问题”，雄辩术是万事万物的皇后。他要“举
起雄辩术之剑、至上的皇后之剑反对哲学家们偷
偷摸摸的盗窃，惩治他们的罪行，雄辩家可以更清
楚、更严肃、更优雅地说明含混的，可怜的、贫乏的
哲学家说明的问题。”他又借用基督徒尼古拉之
口指责中世纪逻辑学之父波埃修热衷于逻辑而不
顾修辞，“如果他能雄辩地说，而不是辩证地说，
那该好得多！如果一个词用错就会动摇整个论
证，那么还有比哲学家的论证更为荒谬的吗？”②

３ 中世纪辩证法的改造和扬弃
瓦拉是开风气之先的重要思想家之一。他心

目中的辩证法是与语法和修辞密切联系的逻辑，
他说辩证法是相当简明易懂的学科，但被经院学
者人为地复杂化了。他努力用古典拉丁文的用法
简化逻辑学，用分析词义、确定适当用法等语法、
修辞手段代替枯燥呆板的演绎程式，这代表了人
文主义者在逻辑领域中的改革方向。他之后的人
文主义者批判经院哲学时，作为中世纪高等逻辑
的辩证法总是首当其冲。他们认为经院哲学家所

争论的问题产生于对辩证法的误解、滥用以及由
此造成的语义混淆、措词不当、文体呆板等语言弊
病。他们试图把文学家、作家在其他领域使用的
典雅、流畅、活泼的语言、文体搬到哲学领域，这就
需要对经院哲学的基础———辩证法进行彻底的改
造。逻辑学因此成了文艺复兴时期变化最大的学
科，变化首先表现在大学教科书的内容。１３ 世纪
西班牙的彼得的《逻辑大全》长期被大学用作逻
辑教材，此时却逐渐为人文主义者编写的新教材
所取代。英王亨利八世于 １５３５ 年甚至命令牛津
和剑桥大学的艺学院学生必须使用“最纯正作
者”写的教材。这些作者中最著名者是阿格里科
拉和彼得·拉谬。

鲁道 夫·阿 格 里 科 拉 （Ｒｕｄｏｌｐｈ Ａｇｒｉｃｏｌａ，
１４４３—１４８５），生于荷兰，１４６４ 年毕业于卢汉大
学；曾在海德堡大学任教。他的《辩证法发明》
（Ｄｅ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一书是被广泛使用的逻
辑学教科书，该书 １５１５ 年出版后的 ６０ 年间己有
４４ 个版本和 ３２ 种摘要，足见流行之广泛。他区
别了 辩 证 法 的 发 明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与 “证 明”
（ｉｕｄｉｃｉｕｍ）两种不同作用。辩证法证明是三段式
推理，只有极其有限的作用。任何接受了三段式
大前提的人实际上已经接受了结论，证明只起重
申或强化大前提的作用。辩证法的本意体现在苏
格拉底的实践中，并被亚里士多德在《正位篇》中
所阐明，它的作用是通过争论转变听众的信仰，使
他们接受在争论之前从未想过或不能接受的观
点，这就是辩证法发明的力量所在，即通过发明而
成为“影响人的艺术”。阿格里科拉举例说明辩
证法如何通过发明新证据来说服人。比如，西塞
罗的“学园派”为了说服人们相信“德性是幸福”
的道理，不是从“德性是善”、“德性是自然本性”
等大前提出发，而是使用苏格拉底的“诱导法”向
后寻找出发点；他们问：驭者是否优于马车，牧者
是否优于羊群，主人是否优于他的家室，统治者是
否优于臣民？统而言之，指挥是否优于服从，肉体
是否服从灵魂。如果在这些问题上取得共识，那
么结论必然是：任何与灵魂相联系的东西优于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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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Ｖａｌｌａ，Ｒｅｐａｓｔｉｎａｔｉｏ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ｅ ｅ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ｅｄ． Ｇ． Ｚｉｐｐｅｌ，ｖｏｌ． １，Ｐａｄｕａ：Ａｎｔｅｎｏｒｅ，１９８２，ｐ． １４．
Ｌｏｒｅｎｚｏ Ｖａｌｌａ，Ｏｎ Ｐｌｅａｓｕｒｅ，ｔｒａｎｓ． ｂｙ Ａ． Ｋ． Ｈｉｅｔｔ，Ｎｅｗ Ｙｏｒｋ：Ａｌｂａｒｉｓ Ｂｏｏｋｓ，１９７７，ｐｐ． ５０，２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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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之物。如果承认德性是灵魂特征，快乐是肉体
特征，那么德性优于快乐的道理就能成立了。这
正是发明的结论。① 从阿格里科拉提供的论证来
看，他所说的：“发明”是一种思维方式，即从个别
到一般的诱导和不同关系的类比相结合。这是文
艺复兴时期一种典型的思维方式，后来，弗兰西
斯·培根在此基础上提出科学的归纳法。

彼得·拉谬（Ｐｅｔｕｓ Ｒａｍｕｓ，１５１５—１５５７）生于
法国索松，毕业于巴黎大学，并一直在那里任教，
１５６１ 年皈依新教。１５４６—１５７２ 年任巴黎大学艺
学院院长期间，积极从事课程改革，把教学内容重
点转向伦理学，政治学和公民学。这些与传统哲
学和神学联系较为松弛的学科要求的论证与表达
方式，侧重于语法和修辞方面的训练，学生掌握的
不再是三段式推理，而是能够说服人的辩论技艺。
拉谬指出，辩证法的目的不在于必然性，而在于最
大程度的或然性，这就是可信性。判断辩证法命
题是否为真的标准不是形式逻辑规则，而是语法
规则。辩证法的先驱是西塞罗、昆体良、波埃修，
而不是亚里士多德。他的《辩证法》一书是广泛
流行的教科书。他用一个简明的逻辑方法代替亚
里士多德的逻辑体系。他认为真正的辩证方法就
是柏拉图《智者篇》中示范的“两分法”，即从一个
论题的最一般定义出发，然后把该论题分成两个
分题，每一分题又被分为更为具体的分题，如此继
续下去；直至这一论题的内容无遗漏地完全展现
出来。拉谬以及后来一些人文主义者编写的逻辑
教科书并没有对定义、命题、推理、规则的形式规
定，而是对相关学科的论题的内容作详尽分析。
他们用内容代替形式，用方法代替体系，把逻辑变
为人文学科的学习指南。拉谬在圣巴托罗迈日大
屠杀中被天主教徒杀害使他获得殉道者名声，
“拉谬主义”成为反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代名词，拉
谬的逻辑思想在新教国家取代了形式逻辑的地
位。人文主义者对三段式形式的批判，对逻辑实

用性、简明性的推崇以及关于逻辑、语法，修辞统
一性的思想，对于经院哲学的衰落和古典学的兴
起有着重要意义。②

４ 德西代·爱拉斯谟（Ｄｅｓｉｄｅｒｉｕｓ Ｅｒａｓｍｕｓ）

爱拉斯谟（１４６６—１５３６）是奥古斯丁会教士
和神父，他的思想是把学问与虔诚融合一体的
“基督哲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这是一个与经
院哲学相对立的概念。他说，在基督哲学中，心灵
的意向比三段式推理更为真实，生活不仅仅是争
论，激励比解说更加可取，身心转变比理智思索更
为重要。他明确反对经院学者，说他们纠缠圣经
文字而忘了精神，依赖邓·司各脱却不读圣经原
著。在学术上沉溺于文字而不关注精神实质，在行
动上装作虔诚却不关心他人。他斥责那些伪君
子：“你的兄弟需要帮助时，你却喃喃地向上帝作
祷告，装作看不见你的兄弟的需要”，“你一夜输
尽千金，此时一些贫穷的女孩为了生活需要出卖
肉体，失去了灵魂，你却说：‘这与我有何相关？

我只想与我相关的事’。你后来能不能看到，像
你这样想的基督徒还能算作人吗？”③

爱拉斯谟说：“只有极少数人是有学问的，但
一切人都能成为基督徒，一切人都能是虔诚者，我
斗胆说，一切人都能成为神学家。”他所说的“神
学”是神的智慧，“一下子赋予愚人全部的现世智
慧”。④ “愚人”和“智慧”的关系是《愚人颂》的主
题。这部广泛传播的讽刺著作被当时的宗教改革
者们用作攻击教会制度、教皇和僧侣的武器。他
的目的是教育世人放弃自作聪明、自以为高明的
幻觉，成为圣保罗所称的“神在世上拣选了愚拙
的”（哥林多前书，１ ∶ ２７）。在《基督教士兵手册》
（Ｅｎｃｈｉｒｉｄｉｏｎ ｍｉｌｉｔｉ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中，他主张按保罗
的主张改造教会，让福音书的素朴信仰胜过烦琐
的说教和仪式，热忱地研究上帝的道，熟悉保罗的
教导，以获得圣经的知识。但他不是“唯有圣经”

①

②
③

④

转引自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ｅｄ． Ｃ． Ｂ． Ｓｃｈｍｉｔ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
ｐ． １８３．

参见 Ｈ． Ｈｏｔｓｏｎ，Ｃｏｍｍｏｎｐｌａｃ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Ｒａｍ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Ｇｅｒｍａｎ Ｒａｍ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

转引自 Ｍ． Ｓｐｉｎｔａ，Ｔｈ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Ｒｅｆｏｒｍ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Ｗｙｃｌｉｆｆｅ ｔｏ Ｅｒａｓｍｕｓ，Ｌｏｎｄｏｎ：Ｈｏｄｄｅｒ ＆ Ｓｔｏｕｇｈｔｏｎ，１９５３，ｐｐ． ３２０，
３６０．

转引自 Ｊ． Ｏｌｉｎ，Ｅｒａｓｍｕｓ Ｄｅｓｉｄｅｒｉｕ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ｃｒｉｂｎｅｒ＇ｓ Ｓｏｎｓ，１９８０，ｐｐ． １００，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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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而相信符合人的自然本性的基督教信仰与古
代圣贤发现的真理是相通的，反对宗教狂热和专
制主义，主张通过教育、而不用强制手段改变人的
不良生活。他认为异教徒，如柏拉图主义者，斯多
亚派“通常是优秀的道德教师”，尤其赞赏苏格拉
底娓娓动人的劝导，更推崇其视死如归的气概，他
的名言“圣苏格拉底为我们祈祷”，①可以说是一
个基督徒对异教徒道德的最高评价。

爱拉斯谟最重要的作品当属他编译的希腊
文—拉 丁 文 对 照 的 《新 约 全 本 》（Ｎｏｖｕｍ
Ｔｅｓｔａｍｅｎｔｕｍ ｏｍｎｅ）。原来他只想用当时流利的
拉丁文重新翻译圣经，但后来发现替代中世纪流
行的通俗（Ｖｕｌｇａｔｅ，甘大武）拉丁文圣经的最佳途
径是用希腊文圣经勘定后者的错误。一个著名的
例子是“约翰短句”（Ｃｏｍｍａ Ｊｏｈａｎｎｅｕｍ）。和合本
和大多数现代版本圣经的《新约·约翰一书》５：６
～ ８ 记作：“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
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作见
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作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
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但中世纪流
传的通俗本 ５：７ ～ ８ 却添有这样的短句：“天上记
着的有三样：父，道和圣灵，这三样是一。在地上
作见证的也是三样”（英王钦定本记作：“Ｆｏｒ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ｈｒｅｅ ｔｈａｔ ｂｅａｒ ｒｅｃｏｒｄ ｉｎ ｈｅａｖｅｎ，ｔｈｅ Ｆａｔｈｅｒ，ｔｈｅ
Ｗｏｒ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ｏｌｙ Ｇｈｏ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ｒｅｅ ａｒｅ ｏ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ｈｒｅｅ ｔｈａｔ ｂｅａｒ ｗｉｔｎｅｓｓ ｉｎ ｅａｒｔｈ，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ｌｏ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ｒｅｅ ａｇｒｅｅ ｉｎ ｏｎｅ．”斜体字为增添异文）增添异
文曾被认作基督教“三位一体”教义的直接和明
显的证据。但爱拉斯谟发现所有希腊文新约古抄
本中没有这一段，因而在新本的第一、二版排除了
这一段，但第三版以后的版本以一个新近的希腊
文本为根据恢复了这个短句。现在发现，这个短
句不见于早期的希腊文版本和最早的拉丁通俗
本，很多人认为，有短句的那个希腊版本很可能是
１５２０ 年的产物，短句是依据 ５ 世纪流行的拉丁通
俗本页边的一个注释倒译过来的。罗马教会于
１９２７ 年承认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释经问题。天

主教现代圣经译本不再包括“约翰短句”，反倒是
圣公会常用的“英王钦定本”保留了这个短句。②

爱拉斯谟的《新约全书》共有 ５ 个版本。路
德的德译本利用了第 ２ 版，早期的英译本，如丁道
尔本、英王本依据的是包含“约翰短句”的第 ３
版。１５２７ 年出版的第四版是希腊文、拉丁通俗版
和爱拉斯谟的拉丁译本的同参版。最后一版去掉
拉丁通俗版的对照。爱拉斯谟的希腊文—拉丁文
同参本被称作“标准本”（Ｔｅｘｔｕｓ Ｒｅｃｅｐｔｕｓ）。

二、路德与爱拉斯谟之争

现在人们常把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当作罗马
教会的对立面，其实两者既有对立的方面，也有调
和的方面。人文主义者并不否认上帝的存在，而
是用宗教的名义，把人的卓越上升到上帝般的崇
高位置。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品的题材大都取自
圣经，如米开朗基罗的 “大卫”、“摩西”、“创世
纪”和“最后审判”，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拉
斐尔的“西斯廷圣母”，等等，都是教堂的装潢。
教皇尼古拉五世、庇护二世、利奥十世等人都十分
欣赏并赞助人文主义者创作古典艺术。爱拉斯谟
也享有翻译出版圣经的特权，他把新的译本献给
利奥十世。

天主教内一些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提出过宗教
改革主张。但丁在《神曲》中谴责僧侣的腐败，把
在世的教皇尼古拉三世打下地狱。爱拉斯谟宣扬
的返回福音书和保罗神学的改革思想风靡一时。
虽然罗马教会内部要求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但
教廷和教士阶层在思想上墨守成规，在生活上日
益世俗化，沉溺于物质和艺术享受，大肆搜刮财
富，发行欺骗信众的“赎罪劵”。当不可能在罗马
教会内部进行改革时，外部的改革便势在必行了。

路德虽然不是哲学家，却非常清楚自己在哲
学争论中的倾向性。他曾在维腾堡讲授亚里士多
德的伦理学。与罗马教廷决裂之后，他把亚里士
多德主义以及与之联合的经院哲学当做理论上的
敌人，说“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恩典的最坏的
敌人”。他在 １５１８ 年海德堡的论辩时说，柏拉图

①
②

Ｃｏｌｌｏｑｕｉｅｓ ｏｆ Ｅｒａｓｍｕｓ，ｔｒａｎｓ． Ｃ． Ｒ．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５，ｐ． ６８．

参阅 ｈｔｔｐ：／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Ｃｏｍｍａ＿Ｊｏｈａｎｎｅ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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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优于亚里士多德哲学，因为“柏拉图朝向神
圣、不朽、分离、不可感但可知的方向努力，亚里士
多德却相反，只讨论可感和单个的东西，完全是人
类和自然的东西。”这一评价也适用于他的神学
与天主教神学的分歧。①

爱拉斯谟的新约标准版为路德的圣经德文本
和宗教改革提供精神动力，故有“爱拉斯谟下蛋，
路德孵鸡”之说。但这不是爱拉斯谟的本意。在
一个短暂时期，路德和爱拉斯谟相互欣赏，但路德
最终迈出了爱拉斯谟不愿跨出的一步———与罗马
教廷决裂。爱拉斯谟发难，在人有无自由选择的
意志问题上与路德展开论战。他俩论战的意义已
不限于具体的神学观点，而涉及圣经解释的一些
根本问题：圣经文字的意义是可疑的，还是确定无
疑的？圣经的意义是否有待人的解释？是否遵从
教会权威对圣经的解释？中世纪正统神学家对圣
经解释与古希腊罗马哲学家的思想是否一致？在
这些问题上，爱拉斯谟持正题，路德持反题。

爱拉斯谟认为圣经的文字是可疑的，需要通
过解释才能明白圣经的启示。在《论自由意志》
（Ｄｅ ｌｉｂｅｒｏ ａｒｂｉｔｒｉｏ）中，他引用早期教父安布罗斯、
阿里索斯顿、哲罗姆、奥古斯丁和托马斯等神学家
的权威解释来确定圣经中肯定人有自由抉择自由
的意思。在批评路德的《反马丁·路德被奴役的
意志的奢望》（Ｈｙｐｅｒａｓｐｉｓｔｅｓ Ｄｉａｔｒｉｂａｅ Ａｄｖｅｒｓｕｓ
Ｓｅｒｖｕｍ Ａｒｂｉｔｒｉｕｍ Ｍａｒｔｉｎｉ Ｌｕｔｈｅｒｉ）中，他又大量引
用古典作家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塞尼卡等人的著
作证明自由选择是人的善性，与上帝的恩典和拯
救相符合。②

路德在《论意志的捆绑》（Ｄｅ ｓｅｒｖｏ ａｒｂｉｔｒｉｏ）中
直接诉诸圣经，而不旁征博引。他批评爱拉斯谟
不相信圣经文字的自明性不是基督徒的做法，肯
定圣经文字的意义清晰明白，圣道的启示与阅读
福音书是一个里表一致的过程，圣经传播的圣道
才有直指人心的启示力量。他反对中世纪释经学
者对圣经四重意义，即文字意义、类比意义、神秘

意义、道德意义的区分，只承认文字意义的真实
性，强调圣经意义的清晰性使教育水准、语言能力
不同的人有着同等的理解圣经和接受启示的机
会。路德并不否认圣徒解释和神甫宣讲圣经和教
会规范信条的作用，但应解释的只是文字意义，教
会的信仰规范应以圣经为基础；教会不是挡拦在
个人与上帝之间的障碍，而是支持信徒与上帝通
过圣经直接交往的后盾。③

三、加尔文对古典学
研究成果的利用

摇摇路德很少引证希腊教父和中世纪神学家，更
不用谈古希腊罗马的异教徒了。但他宣称绝不比
对手缺少哲学和古典学知识：“他们是博士吗？

我也是。他们是学者吗？我也是。他们是哲学家
吗？我也是。他们是语文学者吗？我也是。他们
是教师吗？我也是。他们写书吗？我也写。……

我能运用他们的辩证法和哲学，且比他们所有人
都运用得好。此外我还知道他们无一人懂的亚里
士多德。……我这样说并不过分，因为我从小就
受教育，一直运用他们的知识。我知道它的深浅，

他们能做的一切，我都能做。”④然而，在路德的著
作中，人们很少看到他使用自己声称所拥有的古
典学知识。在宗教改革领袖中真能在文本中显示
古典学功底的当属加尔文。

加尔 文早年 师从 著 名 古 典 学 者 科 迪 埃
（Ｍａｔｈｕｒｉｎ Ｃｏｒｄｉｅｒ）和人文主义法学家阿尔茨迪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Ａｌｃｉａｔｉ），精通古典拉丁文和希腊文，他
的第一本书是对塞尼卡《论慈爱》（Ｄｅ Ｃｌｅｍｅｎｔｉａ）

的评注。投身于宗教改革运动后，他在学生时代
积累的古典学知识和方法并没有过时；相反，在
《基督宗教要义》中，他大量引用古代和中世纪经
典作家解释圣经。

加尔文和路德一样不承认教会有评判圣经意

①

②
③
④

转引自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ｅｄ． Ｃ． Ｂ． Ｓｃｈｍｉｔ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ｐｐ．
３４３，３５６．
Ｅ． Ｇ． Ｐｕｐｐ ＆ Ｐ． Ｓ． Ｗａｔｓｏｎ，Ｌｕ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Ｅｒａｓｍｕｓ，Ｌｏｕｉｓｖｉｌｌｅ：Ｗｅｓｔｍｉｎｓｔｅｒ Ｊｏｈｎ Ｋｎｏｘ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９，ｐｐ． １２—１５．
Ｅ． Ｇ． Ｐｕｐｐ ＆ Ｐ． Ｓ． Ｗａｔｓｏｎ，Ｌｕ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Ｅｒａｓｍｕｓ，Ｌｏｕｉｓｖｉｌｌｅ：Ｗｅｓｔｍｉｎｓｔｅｒ Ｊｏｈｎ Ｋｎｏｘ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９，ｐｐ． １５—２８．

麦格拉斯编：《基督教文学经典选读》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３５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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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权威。他在《基督教要义》中明确地说：“认为
评判圣经的大权是在乎教会、因此确定圣经的内容
也以教会的旨意，这乃是非常错误的观念。”①加尔
文并未忽视古典知识，相反，他大量引用古代和中
世纪经典作家解释圣经。加尔文把人类知识分为
三类：“第一类包括民政、家事和其他一切文艺与科
学；第二类包括对上帝和他旨意的认识，以及在我
们生活中与这认识相配合的规律”②；第三类“即那
规范我们生活的规则，我们称之为义行的知识”。
这三类知识都有古典知识。③

第一类知识指理性知识、文学、技艺等。加尔
文说：“当我们看到真理之光在异教作家的著作
表现出来，就要知道，人心虽已堕落，不如最初之
完全无缺，但仍然禀赋有上帝所赐优异的天才。
如果我们相信，上帝的圣灵是真理的唯一源泉，那
么，不论真理在何处表现，我们都不能拒绝或藐视
它。……我们读古人的著作只有赞叹敬佩；我们
要敬佩他们，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们确实优美。
我们岂不当认为那受赞叹并被看为优美的都是出
自上帝吗？……圣经上称为‘属血气的人’既在
研究世间的事物上表现了这么多的天才，我们就
应该知道，在人性最优之点被剥夺以后，主还是给
它留下许多美好的品性”；即使异教作家也“将一
切哲学、立法和有用的记忆，都归于他们的神。圣
经上称为‘属血气的人’既在研究世间的事物上
表现了这么多的天才，我们就应该知道，在人性最
优之点被剥夺以后，主还是给它留下许多美好的
品性。”加尔文以柏拉图为例说，虽然柏拉图把知
识归于人的灵魂的回忆是错误的结论，但这可以
证明：“人都禀赋有理性和知识。这虽然是普遍
的幸福，然而每人都要把它看为上帝的特殊恩
惠。”④但他最后说，由于“最聪明的人”对上帝之
爱的认识“比鼹鼠还更盲目”，因此“他们的著作

虽然偶然含有稀少真理，但其所包含的虚伪更不
知有多少。”⑤

为什么异教徒崇拜“他们的神”而不知道上
帝的爱和恩惠呢？这要回到《基督教要义》的开
始。加尔文开宗明义地说，认识神是人类的自然
的本能，“我们认为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他赞
成西塞罗在《论神性》中所说，“没有一个国家或
民族，野蛮到不相信有一位神。即使在某方面与
禽兽相去不远的人，总也保留着多少宗教意
识”。⑥他并引用柏拉图的“灵魂至善”说和普鲁
塔克的宗教观说明上帝在人心中撒下宗教的种
子。但是，加尔文并不因此而赞扬人性的善良，他
是要阐述保罗的那句话：“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
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
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
１∶ ２０）加尔文强调，人类堕落之后，充满着否认神
的存在、亵渎神和崇拜假神偶像的罪恶。他说：
“恶人一旦故意闭着自己的眼睛以后，上帝就叫
他们心地昏暗，有眼而不能见，作为公义的报
应”。⑦ 这就应了保罗的一句话：“他们既然故意
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
理的事”（罗马书 １ ∶ ２８）。加尔文列举柏拉图的
“天球说”、斯多亚派编造的神的各种名称、“埃及
人的神秘学”、伊壁鸠鲁派、罗马诗人卢克莱修、
维吉尔蔑视神，以及古希腊吟唱诗人西蒙尼德斯
的“未知的神”等事例。他说：“人类卑劣的忘恩
负义之心，就在这里表现出来了”，“他们亵渎神
的真理可谓无所不用其极”。⑧

第三类“义行的知识”相当于哲学家所说的
“实践理性”或通常说的道德良心。保罗说：“没
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
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
律法 的 功 用 刻 在 他 们 心 里，他 们 的 良 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上册，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１． ７． ２，第 ３５ 页。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上册，２． ２． １３，第 １７８ 页。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上册，２． ２． ２２，第 １８５ 页。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上册，２． ２． １４—１５，第 １７８—１８０ 页。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上册，２． ２． １８，第 １８２ 页。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上册，１ ３ １，第 ９ 页。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上册，１ ４ ２，第 １３ 页。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上册，１ ５ ４—１２，第 １８—２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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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ｙｎｄｅｒｓｉｓ，和合本译作‘是非之心’）同作见证，
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
非。”（罗马书 ２：１５—１６）加尔文通过对古希腊哲
学家的良心观的剖析说明保罗给予的启示。他首
先讨论柏拉图《普罗泰哥拉斯》中苏格拉底说的
“无人有意作恶”的观点，他说，既然人有良心，但
仍然犯罪，那么“一切罪行都由于无知的这句话，
是不对的”①。

其次，加尔文讨论了公元 ４ 世纪的亚里士多
德注释者特米斯丢在《论灵魂注》中的一个观点：
“在抽象的事或在事物的本质上，人的知识不容
易受骗；但在进一步考虑具体的事上，它就容易犯
错误。”比如，人都承认“不准杀人”是对的，但却
认为谋杀仇人是对的；人都承认“不准奸淫”是对
的，但自己犯了奸淫之事，却暗中得意。加尔文
说，这种说法比较合理，但不适用所有情况，因为
有些人犯罪 “甚至不用道德的假面具，明知故犯，
蓄意作恶。”他引用罗马诗人奥维德在《变形记》
中美狄亚的话“我明知并赞同那更好的道路，却
走上那坏的道路”②，以此证明“犯罪的意念”
（ｓｅｎｓｕｓ ｐｅｃｃａｌｉ）并非出自对普遍原则的无知。

最后，加尔文采用了亚里士多德关于“不自
制”（ａｋｒａｓｉａ）与“放纵”（ａｋｏｌａｓｉａ）的区分。亚里
士多德的问题是：“一个人何以判断正确，却又不
自制呢？”③设“吃甜食不好”是正确判断，“吃甜
食快乐”是感性意见，“甜食就在眼前”是当下感
觉，“要吃甜食”是欲望（ｐａｔｈｏｓ）。“不自制”是感
性意见在当下感觉面前服从欲望，而不服从理性，
但事后仍承认理性规则；而“放纵”则是感性意见
代替正确判断而成为行为规则，追求感觉和欲望
的满足。亚里士多德说，正如不发怒就打人比盛
怒之下打人更坏，“放纵比不自制更坏”，“放纵者
从不后悔，坚持自己的选择，而不自制者则总是后
悔的”④。加尔文虽说亚里士多德的区分“是很
对的”，但他实际上把亚里士多德的问题转化为
“人何以有良心，却又犯罪呢？”他用寥寥数语概

括了亚里士多德在《尼科马可伦理学》第 ７ 卷中
用 １０ 章篇幅的区别和讨论。按照加尔文的解释，
“不节制”是“思想失去具体的认识”而犯罪，事后
尚知忏悔，良心犹存；而“放纵”则是良心丧失，
“反倒坚持选择恶行”⑤。

《基督教要义》中引用古代作家的地方还有
很多，我们仅从上面几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加尔文
的方法是把他们的观点与圣经相对照，把相符合
之处归结为上帝启示的恩典，把不符合之处归结
为人的罪恶，而把既有符合又不尽符合之处归结
为人对上帝启示的半信半疑或朦胧见解。加尔文
把古典学与圣经的这种对照评价法为现代正统解
经学树立了一个典范。

四、从古典学走向圣经批评

路德去世之后，他的继承者菲利浦·梅兰希顿
（Ｐｈｌｉｐ Ｍｅｌａｃｈｔｈｏｎ，１４９７—１５６０）竭力弥合路德与
人文主义的隔阂。他是维腾堡大学希腊语教授，

对哲学与人文学科有深厚学术造诣。他虽然一度
跟随路德反对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哲学，但自 １６ 世
纪 ３０ 年代起开始认识到，基督教应表现为真正的
哲学，古代的复兴学科（ｓｔｕｄｉｅ ｒｅｎａｓｃｅｎｔｉａ）是创立
系统神学的重要途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应得到
尊重，他对《伦理学》的评注赋予路德关于信仰、

内疚、自由和先定的理论更多的伦理意义和理性
色彩。他自 １５２６ 年起开始着手建立新教的教育
体系，编写和确定教科书。他倾向于把亚里士多
德主义作为哲学的基础，开创了“新教亚里士多
德主义”，以与经院哲学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相抗
衡。新教亚里士多德主义比经院哲学更紧密地与
基督教义相结合，在经院哲学家已经放弃理性论
证之处重新用哲学为神学服务。比如，梅兰希顿
在《论灵魂著述》中一方面把灵魂对上帝的认识、

灵魂不朽、身体复活当做心理学事实接受下来。

另一方面，他利用人文主义者的批判，对经院哲学

①
②
③
④
⑤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上册，２ ２ ２２，第 １８６ 页。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上册，２ ２ ２３，第 １８７ 页。

亚里士多德：《尼科马可伦理学》，１１４５ｂ２５。

亚里士多德：《尼科马可伦理学》，１１５０ａ３０，１１５０ｂ３０。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上册，２ ２ ２３，第 １８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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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注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他采用了奥康关于
直观和抽象两种认识的区分，认为自原罪之后，人
只能在经验条件之下认识，因此对个别事物的经
验直观是知识的基础。同时，他也接受了“天赋
观念说”，认为普遍经验和逻辑证明所能达到的
确信来自神圣意志，知识是一个集合天赋的理智
印象的活动。在此前提之下，他重新解释了动力
理智和可能理智的意义。他说，动力理智是发明
的力量，可能理智是接受的能力。虽然人类接受
天赋观念的能力是平等的，但只有少数天才能够
发明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创立知识的体系。梅
兰希顿的古典人文主义不但深化了路德的信仰主
义，而且在路德宗神学院中确定了古典学的基础
地位，为圣经批评铺平了道路。①

宗教改革后的三百年见证了圣经解释学从
“低阶批评”（ｌｏｗｅｒ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到 “高阶批评”
（ｈｉｇｈｅｒ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的发展过程。开始于爱拉斯谟
的低阶批评考证版本，校勘文字，一般不解释文字
辨误可能造成的理论后果，也不对圣经启示是否
有误等信仰问题作出判断。但是，勘定圣经文字
的“低阶批评”不可避免地引起关于圣经作者和
成书过程的问题。比如，圣经的作者是谁？圣经
（特别是摩西五经和福音书）在成书之前是不是
经历了一个口传阶段？这个阶段对圣经作者有何
影响？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对圣经的写作有
何影响？他们使用的语言、写作方法和风格有何
特点？圣经的成书有没有一个编辑过程？编者是
如何处理原始资料的？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圣经
是如何保存、翻译和传播的？如何理解圣经不同
版本的差异？

英国经验论哲学家霍布斯在 《利维坦》
（１６５１）和欧陆唯理论哲学家斯宾诺莎的《神学政
治论》（１６７０）为旧约的历史批评奠定了理性主义
的基础和方法。他们认为旧约的很多记载出于作
者个人的想象、幻觉和传闻，而不是当事人实录的
历史事实。他们否定摩西是“五经”的作者，斯宾
诺莎还断定《申命记》是犹大国灭亡前的作品，被

掳时的以斯拉是《旧约》历史书的作者。新约的
历史批评开始于莱辛对福音书来源的质疑，施莱
马赫的解释学强调作者意图和“移情”式理解，图
平根学派在教会史中寻找福音书的来源，大卫·施
特劳斯在《耶稣传》（１８４０）中只承认耶稣是宗教
改革的领袖和道德模范，福音书中关于耶稣神迹
的记载只是神话故事、“泡沫和渣滓”。此后，德
国的历史批评学派纷纭，枝叶繁茂。新约批评有
“寻找历史上耶稣”，“双来源”、“四来源”说，形
式批评和编修批评法，等等；旧约批评有“四底
本”、“申命历史”、“西亚古文学分支”说，等等。②

圣经批评是基督宗教内的思想运动，其从业
人员多为神学家、牧师、教士，其研究结论大多与
圣经记载相抵牾。对此，教内有原教旨主义的强
烈反弹，外人也难以理解，但教内人士自有辩词。

新教以“唯有圣经”和“唯有信仰”著称，不承认任
何人或机构的解经权威，在个人读经体验和圣灵
感染、教会信仰三者之中，没有一个公认的裁决。

如果有人愿意把圣经的文字意义与古典学考察的
原初 文 字 相 等 同，那 么 “唯 有 圣 经 （ｓｏｌａ
ｓｃｒｉｐｔｕｒａ）”就意味着“回到本源（ａｄ ｆｏｎｔｅｓ）”；而
历史批评所要解决的那些问题正是把握本源所需
要的。再者，如果“惟有信仰”（ｓｏｌａ ｆｉｄｅ）意味净
化灵魂和道德，如虔敬派（Ｐｉｅｔｉｓｍ）所主张的那
样，那么圣经的真正意义只与信仰和道德有关，而
圣经中历史记录只是当时的、外在的现象，可以而
且应该接受批判的考察。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
重视古典学教育和虔敬派信仰的路德宗神学院自
１９ 世纪后成为圣经历史批评的大本营。

天主教历来强调解经传经传统的权威性和教
廷训导权（Ｍａｇｉｓｔｅｒｒｉｕｍ），罗马教廷对历史批评方
法经历了从完全排拒到有条件肯定的转变。本笃
十六在 ２００８ 年发布的牧函《主之道》中明确肯定：
“历史批评解释和最近引入教会生活的其他文本解
释是有益的”，因为“拯救史不是神话学，而是真实
的历史，应以严肃的方法从事历史研究”。③

①

②
③

参阅 Ｒ． Ｊ． Ｗｉｌｌｉａｍ，Ｐｈｉｌｉｐ Ｍｅｌａｎｃｈｔｈｏｎ：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 Ｐ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Ｇ． Ｐ． Ｐｕｔｎａｍ’ｓ ｓｏｎｓ，
１８９８

参阅赵敦华：《圣经历史哲学》上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１—１２ 页。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ｒｇ 的 ｅｂｏｏｋ“Ｖｅｒｂｕｍ Ｄｏｍｉｎｉ ｂｙ Ｐｏｐｅ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ＸＶＩ”，ｎｏ．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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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圣经的历史记载皆与人们现实生活无
关，如果圣经文字意义只是关乎信仰和道德，那么
完全可把圣经作为文学来阅读，而无须关心其成
书过程和作者或编者的“生活境况”等历史批评
的问题。按此思路，历史批评发展到文学批评。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文学批评分支滋蔓，它们与解
放神学、社会科学批评、女性主义神学、后现代主
义神学等结合，不断标新立异。卡尔·巴腾对历史
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区分本身提出质疑。他说：“大
多数‘历史’批评者文学分析的精巧恰恰是最卓
越的”，他们已经和正在提出的问题并没有过时，
文学批评并不是什么“新范式”，只是回到前批评
的阅读方式。①

五、与中国学术的相关性

本文无意判断圣经批评的是是非非，而意在
回顾宗教改革以来的西学源流，用以说明古典学
对西学从神学到人文学转化的重要性。如果说希
腊罗马或希腊希伯来是西学的老传统，那么古典
学和批评解经学就是一个新传统。按照现代解释
学，学术传统是以文本为中心的“效果历史”。②

这一历史起源于经典，传世于经典的评注、改造和
转化；这一历史的每一时刻都沉淀着过去，适应着
现在，创造着未来；连续的思想在不同时空、不同
语言的文本之中和之间，前后流动，上下跳跃；经
典和古典学为新文本提供思想材料，每一时代新
作在经典传承中灌注生机和活力，又化为古典学
的新对象和方法。

宗教改革前后三百年西方学术的流变在时间
上与有清一代学术史大致对应。梁启超的《中国
近三百年学术史》是 １７、１８、１９ 三个世纪的中国学
术史，他说清代考证学是与汉代经学、隋唐佛学、
宋明理学并立的“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③他尤
其赞赏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其理由是：“学
问之最大障碍物，莫过于盲目的信仰。凡信仰的

对象，照例是不许人研究的。造物主到底有没有？
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人？这些问题，基督教徒敢
出诸口吗？何止不敢出诸口，连动一动念也不敢
哩。若使做学问的都如此，那么，更无所谓问题，
更无所谓研究，还有什么新学问发生呢？新学问
发生之第一步，是要将信仰的对象一变为研究的
对象。既成为研究的对象，则因问题引起问题，自
然有无限的生发。中国人向来对于几部经书，完
全在盲目信仰的状态之下。自《古文尚书疏证》
出来，才知道这几件‘传家宝’里头，也有些靠不
住，非研究一研究不可。研究之路一开，便相引于
无穷。自此以后，今文和古文的相对研究，六经和
诸子的相对研究，乃至中国经典和外国经典相对
研究，经典和（野人之语）的相对研究，都一层一
层的开拓出来了。所以百诗的《古文尚书疏证》，
不能不认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④

梁任公 １９２３ 年写这段文字时可能不知道，其
时考证上帝创世说源于神话传说“底本”的旧约
历史批评和“探索历史中耶稣”的福音书批评正
在欧洲大行其道。但他所说新学问从把信仰对象
转变为研究对象的道理，实乃适用于近三百年中
西学术史的不刊之论。清代学术中汉学与宋学、
古文与今文、史学与经学的争论与兼采似乎与西
学不相关。如果对照本文梳理的古典学与解经学
的谱系，两者可能有某种“共时性”（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ｃ）
的结构相似。民国时期的“古史辨”可能是与圣
经历史批评法最接近、同时也是继承清代考据学
的最后一个学派。此后，经学衰微，考据学传统断
裂，追求新的学术范式充满争论，如中西之争，古
今之争，科玄之争，史论之争，等等。由于缺乏经
典和解释依托，各种争论和新论昙花一现，没有留
下持久的学术思潮和学派。在新旧学术的断裂正
在弥合之际，综括征实有据的经史传统，借鉴从古
典学到解释学的西学传统，可望提升中文学术共
同体的水准，开创真正学术繁荣局面。

①
②

③
④

Ｊ． Ｂａｒｔ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Ｂｉｂｌ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ｐｐ． １４，２—３．
“效果历史”是现代解释学的一个原则，参阅 ＨａｎｓＧｅｏｒｇ Ｇａｄａｍｅｒ，Ｔｒｕｔｈ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ｉｏ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
１９７５，ＰＰ． ２６７—２７４．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东方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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